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侗族社会地方性制度对森林资源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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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 在人类社会的一切生产活动中,都要求人们在生产过程中必须进行广泛的合作, 而有效的合作就需要

有制度的保障。贵州清水江下游侗族人工营林业的形成与发展就是在侗族社会地方性制度(主要表现为� 侗

款�习惯法)的保护下得以实现的。由于侗族地区的森林资源在侗族社会地方性制度的保护下获得了有效的利

用, 从而最大限度地降低了这种经济活动方式的风险性和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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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任何经济活动中,法律是一个基本要素。� 法律与土

地、机器一样, 也是社会生产方式的一部分, 如果不运行,土

地、机器就一文不值, 而法律则是其运行的有机组成部分。

没有耕作和交换的责任和权利, 农作物就得不到播种和收

获。没有生产、交换和分配的某种法律秩序,机器就得不到

生产,不能从生产者手中转移到使用者手中, 不能被使用,

其使用成本和收益也得不到价值。这种法律秩序本身就是

一种资本形式。� [ 1] (P557)然而, 传统的主流经济学家们往往掩

盖了法律与经济关系之间的联系,其实, 所有的经济主体都

是在法律或具有同等效力的规则所规定的条件下从事

活动。

在人类社会的一切生产活动中, 都要求人们在生产过

程中必须进行广泛的合作, 也正是在这种广泛的合作与互

惠关系中, 潜藏着人民之间在利益分配基础上的冲突与纠

纷的可能性。因此,不仅合作需要有规范, 而且排解各种利

益分配基础上的冲突与纠纷也需要规范。在这些规范中有

的只是约定俗成,不牵涉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而有的规范

就特别涉及到人们的利益分配问题, 梁治平将前者称为普

通习惯, 将后者称为习惯法, � 普通习惯很少表现为利益之

间的冲突与调和, 单纯之道德问题也不大可能招致�自力救

济� 一类反应,习惯法则不同, 它总涉及一些彼此对应的关

系, 且常常以利益冲突的形式表现出来, 更确切地说, 习惯

法乃由此种种冲突中产生。� [ 2] (P165)然而不论是普通习惯还

是习惯法, 它们既是林农在劳动和生活中达成的一种默契

或共识, 又是一种公认的行为规范或惯例。所有这些规范

或惯例就构成了特定共同体社区的地方性制度。历史上在

国家制度还没有完全深入或左右其经济活动的侗族地区,

这种地方性制度就成为侗族内部经济活动的秩序安排, 以

协调经济活动的有序进行。在清水江流域人工营林业的形

成与发展过程中, 虽然也是国家政权不断深入的过程, 但清

朝政府在清水江流域侗族地区仍然实行� 因俗而治�和� 修

其教而不易其俗, 齐起政而不易其宜� ,准许以� 苗例�行事。

在� 苗例�这种地方性制度的秩序安排过程中, 实现了清水

江流域人工营林业生产过程中对林地制度的协调与保护,

对森林资源的分配与利用都在这种地方性制度的安排下得

到了协调 ,维持了该区域人工营林业的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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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侗族社会家族组织下使清水江下游侗族地区人工营

林业实现了蓬勃发展, 但由于在家族组织下的林地共有制

中所表现出来的财产关系是极为模糊的和具有相当的不确

定性,对于家族内的各个家庭来说, �我的是我的, 你的也是

我的� ,人们总想在其中获得更多而不是更少。因此, 在人

工营林业的生产过程中, 所体现出来的关系就不仅仅是合

作,冲突与纠纷也总是伴随其中。如果一个社会没有一种

机制来鼓励合作和排解纠纷与消解冲突, 那么这个社会就

会出现混乱, 其运作甚至是无效的。清水江流域侗族社会

的人工营林业之所以能够得以形成与发展, 也正是得力于

侗族社会的这种运行机制。侗族传统社会的� 款�从实质上

看就是一部维持社会基本秩序的地方性制度。这一地方性

制度与侗族社会的其他组织制度一道共同维持着人工营林

业的发展。

清水江流域侗族地区人工营林业的生产主要是在家族

范围内进行 ,但也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家族之间对有限资源

的合理分配与使用, 尤其是生产过程中的租佃关系以及林

木的销售过程, 可能在更大范围内超越了家族的空间。在

超越家族范围对生产秩序进行有效地调整和对冲突与纠纷

进行有效处理,就要求侗族社会有超越家族范围的控制系

统来对此进行调控。侗族的合款以家族为基础但又超越家

族,是一种家族之间相互联合而构成的政治社会生活组织。

在侗款制下,每个加入款约的家族均由乡老、族长或款首主

持寨内公共事务,维护寨内社会秩序, 调解种种人际纠纷。

在侗族地区往往根据地域范围和外界环境压力的大小, 合

款的规模有大有小。[3] (P31- 33)小款是有相互比邻的三五个家

族构成,款约的主要内容包括生产的分工与协作, 自然资源

的配置, 产品的分配, 家族村落与森林的防火防盗, 家族之

间的婚姻关系以及家族成员应该遵守的各项社会义务等。

凡参与合款的家族, 彼此之间有急缓相援的义务和共同监

督款约执行的权利。在头人的主持下 ,确保本家族的资源

不被别人侵犯,同时也不侵犯别人的资源, 使得结成款约关

系的侗族社区相安无事。合款基本上是一种家族整合的政

治手段,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家族的族群认同与文化认同,

在一定程度上培植起了侗族的地域社会的观念, 使得侗族

群众生活在家族狭隘的小地域的同时 ,也生活在高于家族

层面的政治社区之中, 从而使得各家族对有限资源得到相

互之间的文化认同,同时也获得了政治上的保护。

清水江流域侗族地区人工营林业的形成靠的是林地家

族共有,在保证林地共有的前提下, 在同一家族的林地内实

行谁种谁有的经营方式。在家族所属林地内一旦种下林

木,林木就属于个体家庭所有, 家庭成员及子孙享有直接继

承的权力,直到林木成熟砍伐出售后, 林地在家族内又进行

协调更新。林地更新时, 本家族内各个家庭可根据自己的

实际经营能力在家族共有林地中栽种林木, 谁家劳动力强,

种植的面积自然就宽一些。但由于苗木种植以后到主伐期

的时间还相当的长,中途还会发生林权的转让和更新, 因此

家族内林地的林界就不如家族间的林界那么具体和明晰,

也不求永世不变。林农所种植的林木只要得到全家族成员

的认同, 就可在林地上获取自己的林木资源。因此, 在侗族

家族内部的林地权属也就不如家族之间那么具体明晰。如

此一来, 作为侗族地方性制度在其人工营林业的发展过程

中, 最为重要的就是要保证家庭林木资源不受侵犯。

侗族社会的� 差序格局�既是一种由亲及疏的亲属关系

秩序, 又是以血缘关系准则为核心的行为规范和伦理观念,

� 公�与� 私�观念的相对化在侗族社会的差序格局和家族伦

理的固有逻辑中得到表达。在家族伦理的规约下, 家族内

部的财产权属关系是不甚明确的, 即其中人与人之间的财

产边界是模糊不清的, �我的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在这

种观念主导下要确保家族共有林地上林木的单个家庭权

属, 是有相当难度的,但这又是人工营林业发展需要克服的

问题。如果家族共有林地上的家庭私有林木得不到正当的

保护, 那么,在家族林地上的自然生长林木砍伐后, 就不会

有人去对林地进行垦殖更新、栽培林木了。如此一来, 侗族

社会的人工营林业就不会形成,更谈不上发展了。

侗族地方性制度在保护人工营林业中的森林资源主要

体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是利用各种形式与手段唤起人们对

森林资源的爱护, 使人们形成一种保护森林资源的意识 ;其

二是对破坏森林资源者要严惩不怠。侗族社会在每年农历

� 三月约青�� 九月约黄�的�讲款�活动中, 不仅要家族全体

男性成员参加, 而且还要邀请各位神灵出席。每到春天来

临、万物转青发绿之时,家族的寨老族长就会利用款组织提

醒林农, 要按照�约法款�行事。在处理一些疑难案例时 ,常

常采取神判的解决办法,如� 捞油锅�、� 煮米�、� 杀鸡看眼�、

� 砍鸡�等。神判是在� 鬼师�的主持下进行, 具有浓厚的神

秘色彩。即使当事人受了冤枉, 也不得反悔。凡是定了案

的, 即使是错判,公众也要按�约法款�的规定进行处罚, 有

的还要在鼓楼上钉入铁钉,表示此案已经议定,任何人不得

违抗。[4]也正因为在侗族地区执行着既具有广泛群众基础,

又十分严格, 还带有浓厚神秘色彩的习惯法, 使得侗族地区

的林木保护得到了最为广泛的社会支撑和文化认同。一定

要按照�款约法�的规定,保护山林, 爱护庄稼。� 若那家孩

子, 鼓不听捶, 耳不听劝, 不依古礼, 不怕铜锣。他毁山毁

林, 毁了十二个山头的桐油树, 毁了十二个山梁的杉木树。

寨脚有人责怪, 寨头有人告发,我们就跟他当面说理, 我们

就跟他当面论罪。� [ 3] (P79)有的村寨还安排有 �喊寨� ,每到晚

上, 敲锣打鼓挨家挨户地� 喊寨� , 除了要林农注意安全, 防

火防盗外。更主要的是把家族制定的款约法� 喊�上几遍,

让林农时刻牢记。

在清水江流域侗族地区,各个家族还有专门管山员 ,管

山员一般是由� 活路头� 充任, 管山员忠于职守 ,不徇私情。

管山员在执行巡山任务时,发现有人破坏封山禁林的条款,

如在封山区内放牧或砍柴,或偷砍捆了草标的树枝树干 ,或

偷砍经济林木时,不管是谁, 当场抓住,或抢去他的斧头、柴

刀, 或扣住他的工具, 然后把情况报到家族长或款首那里,

由家族长或款首召集林农召开家族大会或� 开款�众议, 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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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家族的规约或款组织的款约认真处理。对于轻犯者要处

以鸣锣认错,即犯者要手拿铜锣, 在村寨里或禁山周围来回

三次地边敲锣边高声叫喊� 为人莫学我, 快刀砍禁山, 这就

是是下场。�以此来当众认错, 同时告戒林农不要破坏封山

禁林的规约,教育林农。

清水江流域的侗族林农习惯封山育林, 称这类山林为

� 禁山�。禁山有禁约 ,不准随意砍伐林木, 严禁破坏森林行

为。封山禁林的条款制定得十分具体 ,在执行中也严格彻

底。凡属封山地区, 均立有禁碑, 标明四至界限, 周围树上

捆好草标, 或挂上涂上鸡血的白纸,以示此山已封禁, 众人

盟誓,不得有犯。封禁期限一般是永久性的, 也有十年、二

十年、三四十年不等的。凡属封山地段, 自宣布被封禁之日

起,公推专人看管。所定条款有: 禁止放牧牛羊, 禁止打柴

割草, 禁止砍伐林木, 禁止林地烧灰刨土取肥, 禁止放火烧

山。对于违反者,林农合众予以处罚, 有的罚以重金, 有的

罚了还要进行补栽,对于严重者交官府究治,或按侗族习惯

法进行严厉制裁。有些家族还将他们� 禁山�的理由、处罚

的规则刻在石碑上以告戒后人。

在清水江流域侗族地区大力发展人工营林业的同时,

中央王朝对植树造林也十分重视, 不仅鼓励林农多植树造

林,而且还劝导林农对所造林木进行有效保护。清乾隆 5

年( 1741 年)在一次大学士和九卿合议中决定: �树木亦多栽

种,查黔山地多树广��令民各视土宜, 逐年栽种, 每户自

种十株至数百株不等。种多者应量加鼓励��种植既广,

宜劝民以时保护。种植在山,民间牲畜如有肆意破坏, 致伤

种植,及深秋烧山, 不将四周草莱剪除,以致延烧者, 均令照

数赔偿��� (�清高祖实录�, 乾隆五年十一月初六。)这种

国家政府的要求在侗族社会得到具体的落实。立于乾隆 38

年( 1773 年)的�文斗六禁碑�就是先民们精心保护森林资源

和生态环境的�乡规民约� : � 规定一禁不具 (拘 )远近杉木,

吾等[依]靠 ,不许大人小孩砍削, 违者罚银十两; 一禁各甲

之阶分落, 日后颓坏者自己补修, 不遵禁者罚银五两, 兴众

补修,留传后世子孙遵照; 一禁四至油山, 不许乱砍乱捡,如

违罚银五两;一禁今后龙之陛, 不许放六畜践踏。如违罚银

三两修补;一禁不许赶瘟猪瘟牛进寨, 恐有不法之徒宰杀,

不遵禁者, 众送官治罪; 一禁逐年放鸭 ,不许众妇女挖前后

左右虫鳝,如违罚银三两。�今天的文斗寨, 犹存千年银杏及

古杉古树群落, 正是当年林农长期保护的结果。锦屏县九

南乡九南村的禁山碑记载了当时有林农 26 人捐资献土植

树造林,并制定了两条严厉的规定来保护树木, 一是� 禁大

木如有盗砍者,罚银三两, 招谢在外� ; 二是� 禁周围水口树

木一栽之后,不许砍伐枝桠, 如有违反,罚银五两。� (碑存于

锦平县墩寨镇九南村水口山公路边。)由于林农决心大, 措

施有力,使得古木凋残的水口山后来变得郁郁葱葱。道光7

年( 1827 年)黎平县南泉山立有� 永远禁石碑�规定� 山中凡

一草一木,不得妄砍。� 同治 8 年( 1869年 )黎平县潘老乡长

春村立下禁碑说�为子孙福禄, 六畜兴旺, 五谷丰登, 全村聚

众于大坪饮生鸡血酒盟誓, 凡我后龙山与笔架山上一草一

木, 不得妄砍, 为者, 与血红, 与酒尽。�光绪 23 年 ( 1898 年 )

立于大同乡章山村的� 万古碑记�也有详尽的记载(碑现存

于锦平县大同乡章山村。) :

� 盖闻黎山蓄古木, 以配风水。情因我等其居兹境, 是

在冲口左边,龙脉稍差, 人民家业难以盛息, 前人相心相议,

买此禁山蓄禁古木, 自古及今, 由来旧矣。至道光年间, 立

定章程, 受存契约捐钱人名, 昭彰可考。蓄禁古木成林, 被

人唆害, 概将此木砍净。咸丰、同治年间以来, 人民欠安 ,诸

般不顺。至光绪七八年间,合村又于同心商议,又将此木栽

植成林。不料有不法之徒, 反起歹心, 早捕人未寝之时, 暮

捕人收工之后, 私将此栽之秧木扯脱, 成林高大之蔸砍伐成

丫, 剥皮暗用,弄叶杀树。合村众人见之目睹伤心, 殊属痛

憾。自今勒石刊碑之后, 断不扯坏。若再有等私起嫉诟歹

心之人故意犯者, 合团一齐鸣锣公罚赔禁栽植章程, 另外罚

钱十三千文,违者禀官究治, 预为警戒。�

由此可见, 在侗族社会里, 为了实现对森林资源的保

护, 除了以各种方式唤起人们的森林保护意识和采取有力

的预防措施加强对森林的保护外, 在侗族习惯法中对于森

林破坏活动也进行了严格的规定, 并依据对森林破坏的性

质、破坏程度等给予的处罚也作了相应的规定,从而最大限

度的规约了人们对森林的破坏行径, 使得侗族地区的林业

得以正常发展。

在� 侗款�中非常重视对林木纠纷的调解。侗款的约法

款中就开宗明义的道出了处理林木纠纷的重要性。款词说

� 不讲别的村款, 只讲双江、黄柏、龙头、吉利村 ,只因文传、

万传, 听说八万、古州将古来规矩破坏, 无人恢复。鹰鹰相

斗, 兄弟为敌,为十二根小树也相争不宁� [5] (P42- 43)。12 根小

树对于生活在山多田少的侗族地区林农来说应该算不了什

么大事, 但是这�十二根小树�, 就导致家族内部的� 兄弟为

敌� ,而由此开始引发了侗款的被破坏,导致侗族家族不宁,

需要� 起款治寨� , 可见侗款对处理林木纠纷的重视程度。

在侗款的� 四层四部�中对破坏森林资源的行为作了具体的

规定: � 讲到坡上树木, 讲到山中竹子。白石为界 , 隔开山

梁。不许越过界石, 不许乱移界标。田有坎,地有边。金树

顶, 银树梢。你的归你管, 我的归我营。如有哪家孩子, 品

行不正, 心肠不好。他用大斧劈山, 他用大刀砍树(喻毁坏

山林)。他上坡偷柴, 进山偷笋。偷干的, 砍生的, 偷直的,

砍弯的。咱们抓到柴挑, 捉住扁担, 要他的父亲种树, 要他

的母亲赔罪。� [3] (P75) 只要是当场抓到手, 当面查到脏, 要用

棕绳套他的脖子,要用草索捆他的手脚。拉他到十三款坪,

推他进十九土坪。并且还要抄他的家翻他的仓, 倒他的晾

(侗族晾晒和存放粮食的专用房子)。要让他家门破门槛

断, 抄家抄产,抄钱抄物。天上不许留片瓦, 地上不许留块

板。楼上让它破烂, 楼下让它破碎。把他的屋基捣成坑 ,把

他的房子砸成粉。让他的父亲不能住在本村, 让他的儿子

不能住在本寨, 赶他的父亲到三天路程以远的地方, 撵他的

儿子到四天路程以远的地方。父亲不许回村, 母亲不许回

寨。去了不许回村 ,转来也不许进寨, 这等于是对这一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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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处了死刑。

在侗款中有相当多的�款约�都涉及到林地资源的保护

问题, 并规定对破坏者予以严厉的制裁。其制裁的手段在

侗款中列出了六种。在�侗款�的� 开款立法�中就针对侗族

社会的犯禁行为� 订出六面阴 (死刑)、六面阳(活刑)、六面

厚(重刑 )、六面薄 (轻罪)、六面上 (有理 )、六面下 (无

理)。� [5] ( P84- 85)在调查中发现对违反�约法款�的人依其情节

轻重,是否初犯累犯以及违反手段等情况分别处以活埋、水

淹、抄家、捣毁房舍、驱赶出寨、罚款、敲锣喊寨、吃猪狗粪便

等等。1983年天柱县潘寨村吴氏家族两青年到蒋氏家族的

林地上盗伐林木一根,被蒋氏家族成员发现并当场捉拿,经

双方家族族长和村干部讨论决定对盗伐者进行处罚: 一是

盗伐林木归蒋氏家族所有;二是对盗伐者处以 100 元的罚

款;以所罚之款,全寨人饱食一顿, 称为� 吃村规酒�。[6] ( P394)

三是盗伐者抬着木头、敲锣打鼓游寨三圈, 并且在游寨中要

高喊� 若以后有人盗伐林木, 就要像我们这样子� ; � 我们这

样子,你们千万不要学�等口号。

在清水江流域侗族地区的人工营林业中, 除了对杉木

特别看重外,对经济林木也十分重视, 为了有效地对经济林

木进行保护与利用, 侗族的款约中对经济林木的保护作了

严格具体的规定。对桐子树、茶子树、木油树、五倍子树、漆

树这五种树的使用作了具体的规定。这类生树是不准砍来

当柴薪的, 若发现林农的柴薪中有这类树, 每枝罚桐油、茶

油、木油、五倍子各一斤, 若是漆树, 则要罚漆四两 (或按市

场价折成现金)。(天柱县潘寨村 1985 年制定的村规民

约。)就是这五种树枯死之后, 也不能由山主随意砍伐用去

作为柴薪, 而是要按照统一规定的时间去采伐。即每年的

七月十四、十五、十六这三天为采伐已经枯死的经济林木作

为柴薪的日子。林农说,这时山坡的树林绿绿葱葱, 对于那

些已经枯死的树木容易辨认。在进山采伐之前, 要由管山

员先到林中勘察,对确已枯死的经济林木逐一打上记号,然

后在村寨里鸣锣告众, 表示山主可以依照林中的号记进行

采伐。谁如不遵守规定的时间和采伐办法, 就要按照砍伐

这些树的生树论处,进行处罚。早在清道光时期, 被清水江

流域的侗族林农视为衣食之源的杉、油桐、油茶、核桃等树

被无法之徒妄伐盗砍、林农生活日益艰难时,寨老就聚众商

议,拟出禁条: � 对妄砍此等林木者, 倘被拿获, 罚款千百文,

决不宽容。�这在光绪 30 年( 1904)彦洞 � 流芳百世� 碑中也

得到了反映。� 为此示仰军民人等一体知悉: 自示之后, 如

有该地方栽蓄杉桐油蜡等树, 不得任意妄行砍伐及放火烧

山,牧放牛马践踏情事, 倘敢不遵,仍蹈旧辙,准该乡团等指

名具禀,定即提案重惩 , 决不姑(息 )宽容, 宜禀遵无违, 特

示。�(碑现存于锦平县彦洞乡彦洞村。)从这块碑铭中, 我们

可以发现当时的屯军、汉人进入彦洞侗族地区后, 大肆砍伐

森林开辟为农田,严重地影响到侗族的人工营林业, 并危及

到侗族民众的生存问题, 这时在彦洞地方的多个家族联名

到其所属的黎平府请求, 要求以政府的名义对破坏林木者

要� 提案重惩, 决不姑(息)宽容, 宜禀遵无违� , 以实现对侗

族地区林木资源的保护。

桐油、茶油是清水江流域侗族社会除了杉木以外的大

宗经济收入之一。根据收获桐茶籽的季节性强、面积广、功

夫细致的特点, 为了捡摘桐茶籽有序进行, 不发生纠纷、不

发生偷盗现象, 做到细捡细收,尽量减少浪费, 力图颗粒归

家。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收摘办

法。在桐茶籽成熟将收获之前, 村寨的寨老或村长就召集

林农进行议款,订出规约, 共同遵守, 不得违反。在规约的

条款中, 首先规定了全村收捡摘桐茶籽的统一时间。即在

农历寒露后三天开始收捡茶籽, 霜降后三天开始捡桐籽。

开始收捡桐茶籽之日, 林农叫做� 开款日�。开款期是根据

当年桐茶籽长势而定,一个月、两个月不等。在全村各家各

户的桐茶籽收捡基本完成以后, 就要放款, 叫做� 放款日�。

在开款到放款期间 ,既不许提前时间收获, 又不准到别人的

茶山桐林里捡拾桐茶籽, 不准扰乱村寨收获桐茶籽的正常

秩序, 否者视为乱款。对于破坏了收捡村寨桐茶籽的乱款

者, 要按照规定的条款进行处罚。但在放款之后, 准许所有

的林农甚至外村的林农自由出入桐茶林地进行复收, 对遗

落的果子进行捡拾。

在清水江侗族地区, 负责看管桐茶籽和维护捡摘桐茶

籽秩序的叫� 活路头� , 三、五人不等, 捡摘桐茶籽的禁牌在

村寨插立后,活路头就正式上岗 ,各执其事, 各负其责。他

们每人拿一把雪亮的长柄大柴刀,日夜出入桐林茶山之间,

看守着林农那结果累累的桐茶林。有的还鸣锣告众, 不要

乱款。他们每到一处,就在桐茶树上捆上一个草标, 一则表

示他们已经经过这里;二则表示这里的桐茶籽没有被人偷

盗; 三则告戒林农要遵守规约。开款后, 头人们又要巡逻在

捡摘桐茶籽的工地上。如果发现有违反规约, 擅自进入别

人的桐茶林里偷捡偷摘或在林中寻觅(林农叫� 找热茶籽� )

者, 立即就地处罚。轻者, 用大柴刀砍破他们的背箩, 挂在

出入村寨必经之路的树上, 以示惩戒。重者以破坏村寨的

乡规民约来处理,要进行罚款或罚酒席。

从侗族习惯法对林木资源的保护方式与手段来看, 不

论是利用家族长、活路头、款首在侗族社会中的权威来实现

对林木资源的保护, 还是利用侗族社会中盛行的宗教活动

中的神力实现对林木资源的保护; 不论是利用对违反者的

各种惩处和不同方式的教育来激起人们对保护林木资源的

共同意识, 还是共同历史过程中积累起来的款约、款碑来告

戒人们必须规范自己的行为。其目的就在于使这些地方性

制度能够一贯并连续地被执行, 成为实施支持人工营林业

正常运行的具体行为的保障。因此, 尽管传统侗族社会的

地方性制度是家族本位的, 这种家族本位与家族共产制中

模糊不清的财产边界是高度契合的, 但是作为共产制中家

庭林木私有却又通过一系列地方性制度中的具体运作实现

了他们应得财产的认可与保护, 实现了单个家庭的既得利

益。侗族地方性制度在家族共产制与家庭私有制的结构

中, 正好适应与实现了侗族人工营林业发展的需要。

侗族社会的地方性制度在贯彻过程中擅长于一次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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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地用同样的方法完成同样事情。对于许多行为类型而

言,这样的特性会带来许多益处。不但组织中的个人有自

己的目标,社区共同体组织也有明确的目标,由于共同体成

员具有共同的利益, 因此组织的目标既代表组织整体的利

益,也反映组织成员的利益和要求。一个组织如果不能长

期稳定地为共同体成员获取利益的话 ,这种组织即使不会

立即解体, 也会最大限度地限制社区成员的发展。组织的

本质就是要使组织内部的成员受益。侗族地方性制度的贯

彻执行往往发生在一定的规则框架内 ,规则框架为决策与

行动提供了指导和合法性, 为参与者对其过往行为的评价

提供了理性基础。规则框架与法律条文相关, 并受到支持。

而这些地方性制度规定了大量的权利与权限, 从而使得侗

族社会的人工营林业生产在其规范下进行, 以最大限度地

降低这种经济活动方式的风险性和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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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Protection of Forest Resources under Local

Systems of the Dong Society

YANG Xiu-chun

( Research Institute of Anthropology and Ethnology , Jishou University , Jishou, Hunan 416000, China)

Abstract: All the production act ivities of human beings call for extensive cooperation, which requires effective systems

to guarantee it . The plantation in the lower reaches of Qingshui River,Guizhou Province was formed and developed un-

der the protect ion of local systems of the Dong society. For this reason, the risks and uncertainties of this economic ac-

tivity were maximally reduc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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